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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ce of law is a highly practicable subject. Its goal is to safeguard the justice, order, freedom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whole society. Legal research in any field should be applied to the legisla-
tion and the trial. Legislation and trial are the direct means to achieve these values. Legislation 
and trial pay attention to both the world of material and the non material world, so the two are not 
the traditional “hard science”. In order to make legislation and trial more rigorous and accurate, 
jurists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world of Information Science in the nonmaterial world.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difficulties that have been encountered in the practice of legislation and 
trial in the long term. We try to use the methodology and technology of informatics to gradually 
smooth away the difficul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cs, we reconstruct the system of law 
methodology, and explore the two informatics characteristics of legislation and tri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cs, and explore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system and methodology of in-
formation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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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其价值目标是维护整个社会的正义、秩序、自由与效力。任何领域的法

学研究最终都要落脚于立法与裁判。立法与裁判是实现法学价值目标的关键手段。立法与裁判既关注物

质的世界也关注非物质的世界，所以二者都不属于传统的“硬科学”。法学家要使立法与裁判更加严谨、

准确。他们还需要关注非物质世界之中的信息科学的世界。本文从立法与裁判在实践中长期遭遇的各种

难题与困境出发，以信息学视角发掘立法与裁判这两种技术的信息学特征，运用信息学的方法论与技术

逐步梳理立法与裁判之中的信息现象。以信息学理论重塑法学方法论体系，回应法学研究的方法论难题。

并尝试建立一门独立的信息法学学科与专业的信息法学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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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立法与裁判为何不是“硬科学” 

1.1. “物质”并非立法、裁判研究的唯一对象 

所谓“硬科学”，多为单纯对“物质”进行研究的科学，物理学、生物学、就属于此类学科。“硬

科学”的特点在于，研究对象的属性与运动轨迹相对具有规律性与稳定性。例如物理学中的万有引力定

律、化学中的质量守恒定律等。 
立法或裁判不是单一以“物质”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以“法律”、“法律现象”作为研究对象。

“法律”、“法律现象”既有物质性，也有非物质性。物质性表现在：立法条文均以文字符号表现出来，

文字符号是有形的、物质的、可视的，实证主义法学家研究这些符号之间的排列与结构。作为法律主体

的自然人，以“身体”这种物理形态而存在；法律的关系的客体绝大部分形态是物质的，如“动产”、

“不动产”等。法律行为是以看得见的物理运动呈现出来的。例如：当侵权行为发生之时，人的财产或

人的身体会发生物理上的改变。 
“法律”、“法律现象”的非物质性表现在，如：法学家要对文字、符号所表达或隐藏的信息含义

进行研究；人的行为受意志因素、社会历史文化、所属群体所支配、控制。人的智力活动成果附着在物

质载体之前是以非物质形式而存在的；非物质形式的财产非常普遍；人体会受到非物质形式的精神损害。

立法活动就是在总结人类社会的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现象背后规律，并制定规则的活动。裁判就是裁判者

为呈现在眼前的物质现象或非物质现象进行量衡的活动。 

1.2. 立法或裁判没有精确且恒定的“公式” 

物理学中的物质运动规律相对恒定且稳定，一旦有开创性的公理性发现，这些公理、公式可以运用

很多年。立法、裁判却不像物理公式那样精确可量化，它变化频繁。立法与裁判的过程不能运用数理原

理进行逻辑演算，在这个领域只存在一些相对稳定的“原则”、“要素”、“规律”或“宗旨”。 
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中的“公式”是用数学符号来表示的，具有普适性，同类相关问题出现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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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学公式进行演算和计算。立法与裁判的规律无法通过纯粹的数学符号来表达。数学符号也无法成为

法律规则或裁判过程的主要载体。但这并不代表立法与裁判没有规律性，这些规律性隐藏于法律符号、

文字、条文之后。例如：法的要素 = 规则 + 原则 + 概念。这三者要素是对千变万化法律条文的抽象表

达，虽然它不是数学公式，但由于其具有规律性，其实是一种对法的要素进行抽象整理之后的推导结果，

它以文字加符号为载体表达出来。 
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曾经设计过法治的“要素”：“法治=普遍服从 + 良法”[1]。这个“法治要

素”在几千年前形态与现在的形态完全不同。随着时代的变迁它始终不断处于演进且自我更新之中。法

理学家不断修正与改写这个“法治要素”。20 世纪的美国法理学家将“形式法治”公式概括为八项原则

[2]。21 世纪世界正义工程再次改写了“法治要素”的内容将其表述为九项要素[3]。人类对法律规则的原

则与要素、法治的原则与要素的探索人类永远不会止步，立法、法治的原则与规律会不断持续更新。 
有人认为司法裁判相对于立法具有一定稳定的思维逻辑。于是有学者提出了司法裁判公式的设想。

例如美国法学家弗兰克教授认为司法裁判有“神话公式”与“现实公式”之分。神话公式为：R × F = D，

R (rule)代表法律规则，F (fact)代表法律事实，D (decision)为判决结果。现实公式为：S × P = D，S (stimulus)
是围绕法官与案件的刺激，P (Personality)为个性，D (decision)是判决结果[4]。R 是相对稳定的要件，但

是 S、P 非常不稳定，这样就会导致最终裁判结果 D 不确定性。 
这里的“公式”显然不是数理科学中的“公式”，它们仅仅是对司法裁判程序、步骤、规律的一种

总结，我们把它比喻为“公式”，但它依然不是真正的“公式”，它们无法进行数学运算。因此，无论

是立法还是裁判都是没有演算公式的，我们对立法与裁判中涉及的非稳定性因素的规律总结，必须借助

其他学科的协助，这些学科不是数学、不是物理学、也不是生物学，而是信息科学，信息学既有对符号、

文字信息学的研究、也有人类社会活动规律的信息学研究。我们在上文中提及的“神话公式”与“现实

公式”，其实每一个符号背后都是信息现象，运用信息学的视角能使我们对法律规则与法律事实进行更

为精确的观察与分辨。 

2. 法学方法论的转向与“信息主义法学”的独立 

2.1. “信息”也是立法与裁判的研究对象 

世界是由物质与非物质构成。立法与裁判活动没有恒久稳定的公式，那是由于这两种技术对非物质

现象的掌控能力较为弱小，这些非物质现象的最大特点是观察困难，逻辑表述困难。这些原因使立法与

裁判具有极其的不稳定性。随着我们对理论信息学的借鉴与反思，这些非物质现象大部分属于信息现象

的范畴，如果了解信息现象的变化规律与结构。法学研究对象的不稳定性会相对减弱。 
立法意味着立法机关对信息进行支配与操控的一种能力。立法与裁判都关注整个人类个体运动信息

或群体运动信息。在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的情形下，立法与裁判效果均会受到较大影响。立法调研报告

内容大部分是对信息的总结与归纳。 
在司法裁判中，法官除了对法律条文信息、司法解释信息进行足够的掌握，更为重要的是对案件事

实所呈现的信息进行掌握。裁判书只是对法律规则信息、案件事实信息、当事人信息、法庭审判过程信

息的一个总结。 
我国的法学体系、立法体系、司法裁判体系其分类是依据法律所调整的不同社会关系进行划分的，

不同类属的立法、裁判，其研究的信息内容有所差异。宪法与行政法研究的信息类型有：国家机关权力

机构组织信息、政府公开信息、公民信息、国家自然资源分布信息；民法研究的信息有：不动产物权信

息、动产物权信息、人身关系信息、人的名誉荣誉信息、法人信息、组织信息；刑法研究的信息有：犯

罪人行为信息、心理信息、犯罪率信息、犯罪地理分布信息、监所执行处罚信息、刑释人员的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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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信息。这些信息的类型五花八门、种类繁多、以信息学分类的视角来看，这些信息就是：自然信息、

社会信息、人文信息。其中社会信息占据了很重要的空间。我们还可以将这些其分类为生命信息学与非

生命信息学。 
信息学研究者们独特之处还在于他们将人设想为一个信息处理系统，其输出的信息支配与控制着人

的行为。这个信息系统只要一直处于运作之中，那么他将不断处于知识的更新，自我学习、创新的过程

之中[5]。因此立法活动、司法活动同时也研究人脑产生的信息如何控制人的行为的科学。 

2.2. 法学方法论的瓶颈与立法、裁判的症结 

一门学科之所以能够独立，其的标志就是方法论上的独立。法学方法论与立法、裁判之间的关系是

理论指导实践的关系。这里的立法与裁判涉及了法学学科体系中的各大部分法。各大部分法的最终目的

其实就是为了构建理想的立法、精确的裁判、完善的执行。本文的研究重心放在“立法与裁判”二者之

上。因此法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如果理论所涉及的方法论无法应对立法与裁判中的症结，那

它就是无效的法学方法论。 
早期的法学方法从哲学中的方法论中吸取和借鉴而来，即实证分析与价值分析的方法[6]。“实证分

析”方法注重描述法律“是什么”，运用实证分析技术进行立法与实践，这一方法技术可以一直追溯至

古罗马的注释法学派。这种研究方法被后世法学家进行完善与扩充之后，逐步发展为独立且专业法学方

法论。此外，还有一种法学方法论思潮与实证主义法学有部分交汇，它就是“法教义学”。“法教义学”

强调实在法秩序的稳定与权威，并对实在法进行系统化的研究[7]。这种法学方法在人们对实在法的精确

适用上发挥了重要贡献。作为裁判者的法官在法律的适用中会大量使用到“法教义学”方法论。他们不

仅要深入理解实在法条文中的具体含义，还对实在法的体系不断进行梳理与总结。 
价值的分析方法关注“法律应当是什么”，侧重对法律规则的价值分析。更关注形成规则的意识形

态和社会观念。人作为主体与外界的自然性或社会性联系，外界客体对主体的意义，注重法学的终极目

标与动力。随着宗教的除魅，自然神、人造神的退场，学者们对科学理性方法论的强化，价值研究方法

论因此在法学界被强调的并不明显。法学家们转战于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与法学进行结合研究。

这种冲破法学学科壁垒的研究思路被中国的法学研究者描述为“社科法学”。(“社科法学”这一名词是

我国著名法学家苏力于 2001 年所提出，即运用社会科学方法来对法学进行研究。曾经使用的名称还有：

“法律的交叉学科研究”、“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法律和社会科学”、“法律社会科学”等。这

种法学研究方法包罗万象，横跨多宗学科研究方法。超越了传统法律解释学的范畴。)于是，“社科法学”

与“法教义学”成为法学研究方法论擂台上的两大主角，但无论是“社科法学”还是“法教义学”依然

无法把控法律现象之中的非物质现象。 
立法条文由于其本身具有的保守性，其内容相对于信息时代总是相对落后，因此它对社会行为的调

整往往不连贯。这种滞后性是所有国家的症结。立法困境体主要现在：第一，立法程序透明化困境；第

二，回应式立法模式的滞后性；这些困境是传统法学方法论无法应对的难题。裁判的困境在于：第一，

传统法学方法论会陷入无力指导法官裁判的僵局之中，相同的法律规则、概念对不同裁判者传递的信息

并不对称，裁判依旧存在误差；第二，裁判者、当事人的事实认定误差；第三，不确定外来信息因素对

法官、当事人的干扰等。 

2.3. 法学方法论的信息学转向 

法学的研究方法论的更新与成长始终没有停止，它随时可以接纳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目前，法学

研究的方法论还未涉及信息科学领域。在国家学科专业门类的划分体系中，信息学归属于工学学科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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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信息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体系自 19 世纪中叶诞生。信息科学的研究对象为各类信息，从简单的信

息(如“是”、“非”逻辑判断)，到复杂信息(人脑信息)；从非生命信息(如：物理、化学、天文、地理信

息)，到有生命信息(如：生物遗传信息)等等[8]。由于信息科学中信息类别的包罗万象，那么属于法学学

科的信息也属于信息科学研究的对象。这些信息包括法律条文信息、法律行为信息、法律关系信息、法

律事实信息、法律历史信息、法律思想信息。 
信息学方法论经历过“定性研究”、“定量研究”[9]阶段。前种研究方式注重研究者与信息的互动，

通过对信息的长期调查分析获取全面且深刻的认识；后种研究方式侧重对信息的可量化部分并进行计算，

后种研究方式过程中产生了信息熵、信息负熵等理论。 
我国学者将信息的发展规律总结为：“信息不守恒”、“信息与时俱进”、“信息增长没有限制”

三大定律，对法信息学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法律条文也是逐渐扩充增加的过程，随着社会分工的细致，

立法条文的数量以及信息含量也在不断扩充之中。 
理论信息学的总体研究方法论为“信息涌现论”[10]。在单个信息学领域内，又存在各自独立的方法

论体系。如在通讯、控制、计算领域内的方法论就有：香农通讯模型、维纳控制模型、图灵模型、冯诺

依曼计算模型等[11]。人对信息进行统计、计算过程中的成与败、效率，是依靠硬件结构模型与软件结构

模型，其中软件结构模型起了关键的作用。它需要研究者对信息进行观察、实验、假设、推理中探索信

息能够涌现所形成的模式或模型。我们需要研究信息本身的结构，还有信息的动力学原理。 
信息结构与其运行的模型可以作为立法、裁判的的方法论。立法与裁判的研究范式可以从传统的对

条文、概念、原则，事实、证据等转向对信息本身进行研究之上。立法条文除了是物理意义的符号之外，

它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信息，既然它属于信息的类型，它必然拥有所有信息所具有的共同的结构或动力

学规则。以前的立法者更多关注人类的社会关系，拥有信息学方法论视角的立法者眼中看到的就是信息。 
在法庭审判上，案件的事实具有相对性与偶然性的，案件的证据除了具有物理、声像，气味等特征

还具有信息学特性。掌握了信息学方法论的法官对案件的裁判是采取信息学的视角，法官所掌握的信息

多寡，法官对案件信息的提炼、整理、总结必然影响着案件的判决结果。我国著名学者李宗荣教授曾经

提出过“信息能”的概念。这种能量的形态是抽象的，它与物理能交错在一起。如果“物理能”能够推

动物质运转的动力，那么“信息能”决定着物质运转的轨迹与方向。人的法律行为中既有物理能在发生

作用、同时也有信息能在发挥作用，“信息能”同时也是推进立法进步、裁判公平且严谨的一种重要

力量。 

2.4. “信息法学”的独立与界定 

通过上述的论证，我们从各个角度都可以发现法学与信息科学在研究对象上的高度重合。信息学方

法论可以作为法学研究的重要工具。因此两门学科的融合是学科发展潮流的必然。一旦两门学科结合，

那么“信息法学”既可以作为法学的分支学科，也可以作为信息科学的分支学科而独立存在。甚至每一

个独立部门法学科都可以创设一个相关联的法信息学专业。 
在此，我们要界定信息主义的含义。法信息学我们其实也可以将其称为 “信息主义法学”。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有学者提出过“信息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2]。当时的“信息法学”的研究对象

是“信息法”，当时“信息法学”的任务是揭示“信息法”的特征、本质。所谓“信息法”是根据法

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而进行的一种法律分类，它是一种特别法，这个特别法调整与信息领域有关的法

律关系。 
一门学科的建立前提是其研究对象的确定。法学的研究对象是：法律及其法律现象。90 年代的“信

息法学”的建立，其研究方法都仅仅局限在管理学与法学的方法论之中。研究对象依然离不开“法”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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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概念本身。我们今天所界定的“信息法学”或“信息主义法学”研究对象与方法论都是从信息学的视

角出发，研究对象不局限于“信息法”本身，而包含了法律现象中的一切信息现象。 
法律、法律现象既有物质属性也有信息属性。如前文所陈述，传统法学研究对法律现象的非物质属

性研究出现瓶颈，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法的价值研究。今天的信息法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法律现象中的信

息现象。因此我们对新的法信息法学定义为：对法律信息、法律信息现象进行研究的科学。 
信息现象不仅包括符号、数字、文字为载体的信息，还有以人的身体为载体呈现的信息。尤其是以

人的身体为载体的信息现象将成为信息学与法学结合的突破口。信息法学的独立意味着我们将会突破传

统法学概念的界限。对法学中核心概念将重新以信息学素语进行定义。例如：“信息人”[13]的假说；对

“人格”概念的重新定义；以信息学视角重新界定“人的行为”等。 

3. 信息学视角下的立法、裁判信息运行样态 

3.1. 立法过程之中的信息样态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曾经将概念的发展及演进描述为由“自在”到“自为”的过程。马

克思、恩格斯、承继了“自在”与“自为”的术语，运用在阶级的分类之中。哲学家萨特论证过“自在

的存在”与“自为的存在”。 “自在存在”是意识之外超越现象的存在，其不随外界的变化而变更其属

性；“自为存在”被人的意识活动所牵引，它受人的有意识活动而影响。在此一系列哲学基础理论之上，

信息科学界诞生了“自为信息”[14]这个概念。在我国的 20 世纪 80 年代就有学者将信息的动态发展进程

总结为“自在”、“自为”、“再生”三种形态[15]。 

3.1.1. 立法过程中的“自在信息” 
“自在”状态下的信息还未被主体所识别。是信息最原始、客观且自在状态的阶段。此时的信息具

有物质的天然特性[16]。由于立法者需要创设一个国家所有公民均普遍适用的规则，所以立法者在做立法

准备工作之前需要大量接触不同类型的“自在信息”，这些信息的样本的数量越巨大，立法工作相对就

越科学、越完善。这些“自在信息”包括：人类的社会、经济、生活信息；已经制定好的国家制定法信

息。这些信息是随机、碎片化、无规则的“自在信息”。不仅如此，立法者还要接触大量的法律的理念、

法学方法、法学知识、法学历史信息，这些信息的共同特点均是具有人体器官可感知的物质载体(行为、

数字、文字、符号、语言、声音等)。例如：人的行为意味着人的四肢肌肉的运动过程能产生“自在信息”。

立法者可以依据该信息系设想创设一系列调整该行为的条文。 

3.1.2. 立法过程中的“自为信息” 
“自为信息”是主体对信息的主观把握形态。人的眼、耳、鼻、喉等官能器官是人感知外界“自在

信息”的接收器，神经系统中的每一个神经细胞再将这些信息一步步传导给人的大脑。人脑神经系统是

信息处理中心，它将会对这些信息进行分辨。大脑中不同的神经中枢对接收信息进行辨识之后，形成感

觉、知觉。这些感觉知觉可以被人脑存储、记忆下来。因此“自为信息”第一种形态就是“自在信息”

通过人脑被“辨识”之后状态；第二种形式是“自在信息”变为人脑可存储可记忆的状态。这个状态下

的信息已经不再具备“自在信息”时可以明显感知的物质属性，而具备一种的弱感知的物质属性。之所

以我们暂时认定“自为信息”具备弱物质属性，那是因为当今的科学技术水平还无法具体、精确读取人

脑神经系统内部存储的信息。 
“自为信息”状态是立法环节中最难以把握的阶段，立法者需要对“自在信息”进行感知提炼、总

结。立法“自为”状态的信息是经过立法者人脑神经系统进行语法、翻译、转换后的信息。它已经成为

一种“意识”和“观念”不仅受到立法者人脑构造的影响，更受到立法者，教育背景、文化背景、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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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判断、道德修养的影响。对不同的立法者接收相同的自在信号或者符号，并不能形成完全相同的“自

为信息”。例如“权力”这个字符，拥有不同价值取向或意识形态的立法者对这个字符读取后的自为信

息表达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立法会存在争议的缘由。 

3.1.3. 立法过程中的“再生信息” 
立法者对“自在信息”进行辨识之后，立法者的大脑神经系统对信息进行提炼，总结，形成具有法

律条文要素的“自为信息”，法律条文的各项要素包含：规则、原则、概念。这些“自为信息”最后通

过文字、符号这些载体表达出来。这就是立法过程之中的“再生信息”。 
“再生信息”是信息被立法者改造、被创造后的形态。是立法者大脑对“自在信息”进行主观的改

造后形成的。这个“再生信息”可以继续停留在人脑神经中枢之中，也可以运用符号、数字等物质载体

表达出来。当“再生信息”有了物质载体，它又将成为新的“自在信息”。它将继续被人脑所感知，由

此而进行不断的循环。立法更新过程与信息再生过程是不完全同步的。它们是交错进化的。 
新立法条文是“再生信息”，新的立法原则也是“再生信息”。这些符号与文字都是历史演进过程

中立法者对人脑意识产生的法律规则信息进行处理后所凝结的产物。这些承载着立法者新的意识的信息

符号、文字，它们既维持着现实社会的秩序，也是未来新的立法者创造更新新律条的起点，新律条的产

生意味着信息又回到“自在信息”这个起点。新的立法规则裁判判例又反作用影响未来社会的信息发展

方向，这一些列动力学过程不断在循环往复地重复着，立法裁判与信息他们共同交错着、进化着、演进

着。立法的整个过程就是“自为信息”、“自在信息”、“再生信息”相继出现、不断循环的过程。也

是人作为主体与不类型的信息相互作用的过程。 

3.2. 信息识别、干扰与司法裁判误差 

审判界饱受诟病的问题为判决尺度与标准的不统一。这种现象在全世界都有普遍性。司法裁判不是

精确的数学计算。相同案件不同的法官裁判结果不可能像数理符号那样一致，我们只能力求在一个相对

区域的一致。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模一样的案件，也并没有完全一模一样的判决结果。但是人们对司法裁

判的质疑之一就是案件裁量标准的不统一。影响司法度量衡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有司法非独立性因素、

司法腐败腐败因素，在本文中我们暂时不讨论这二者因素，而专门探讨信息对裁判者的影响。 

3.2.1. 法律条文、概念传递的不确定信息 
即使最清晰的立法条文还会出现概念或规则的模糊区域。在刑事条文中，经常会出现模糊的概念,如：

“足以”、“严重危害”等词语，这说明这个中文字符不能表达精确的信息，法官在接触这样的概念会

有无措感。法官此时需要发挥主观作用，推测立法者所要最终传递的立法信息。以往我们将这种信息描

述为立法精神。生物学将“精神”描述为人体大脑释放的“能量”。当我们接触过理论信息学之后就会

明白，这个“精神”的含义其实就是“信息”。 
在前文的描述中我们提到了“自为信息”的概念。在法官审判环节，同样存在着“自为信息”，每

一个法官“自为信息”内容是完全不同的，虽然不同法官面对的法典是相同的，但他们对法律条文背后

信息含义的理解是有偏差的。 
成文法国家尤其重视裁判者对法典所表达信息的精确传达。为了应对法典概念的理解冲突。于是法

学家们创设了另一种立法模式——命名为“法律解释”。但是即使有了明确的“立法解释”、“司法解

释”，法律条文毕竟是抽象的法律原则、概念与规则，这种信息是无法还原人类所有的行为，它只能对

人类社会行为之后的信息进行抽象地概括。此时的审判还需要其他法律信息的补充才能更加接近裁判的

真谛，这些信息就是过往的已经审判过的案例信息，在英美法系被称为判例，只有法典信息，审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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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具体法官的裁判才能更加科学且精确。 

3.2.2. 裁判者对案件事实信息的判断差异 
法庭上所被呈现的法律事实，必须是有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这些案件事实既有当事人通过语言、

声像传递案件信息的言语证据；还有以物证、试听资料等物理方式存在证据。这可视、可听、可触的证

据都是案件事实信息的载体。裁判者更加关注的是案件事实信息本身。法官不仅要面对真实证据呈现的

信息，还需要面对真伪不明的证据呈现的信息。 
除了案件事实信息，裁判过程中还会生成经过人脑进行处理、归纳过的信息，如：书证、鉴定结论、

勘验笔录，它们以文字符号为载体。一般来说，没有经过加工、处理的原始视频资料对现场信息的还原

度是最高的。其他类型的证据，如：言辞信息、物质载体传递的信息，都不足以单独还原现场信息。这

就需要法官对每个证据所呈现的案件信息进行关联度的判断。 
裁判者法官除了对当事人外在法律行为的进行还原，还需要研究行为人的主观意志信息。传统的司

法裁判者更加注重行为人犯罪时的行为信息。对行为人主观善恶的划分较为笼统。有学者为了了解犯罪

嫌疑人的主观心态，研究人脑是如何驱动人的行为，从而研究人的神经元系统。国内外不少跨学科学者

也正在进行法律神经学的研究，并将法律神经学[17]视为一种交叉学科。脑神经的专家研究神经元结构与

机能，这其实也是在对大脑的内部物质进行研究，以信息学视角来看，信息学家更关注被人脑神经元输

出或输入出来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通过专业法医学的鉴定，测谎仪的检测。 
测谎仪是对当事人心跳、唾液、血压、面部微表情的信息分析，最新的技术中还引进了神经彩色影

像信息，核磁共振影像信息。这些信息均可弥补案件证据所呈现的信息不足，但是测谎仪所展示的信息

结果并非百分之百正确，因此法庭上不能作为证据，但是它可以作为侦查环节中的线索信息。神经监测

信息对民事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给了具体的参照，这使得精神损害赔偿不再是一种主观的判断。 

3.2.3. 外界信息对裁判者的干扰 
法庭裁判之外的干扰信息有很多。第一类信息是其他权力机构所传达信息。其他权力机关有:党政机

关、国务院及所属部门等行政机关、上级审判组织等。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不仅考虑法条所传递的信息

还会考虑国家政策信息，党政机关的参考意见，上级审判机关的审判先例，这些信息有的是影响司法独

立的，有的是法官可以借鉴并参考的。第二类是人情关系诉求信息：中国是一个人情关系社会，法官不

是被隔离的群体，他们有自己的亲属，朋友，会接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情诉求信息，这些诉求信可能

是亲朋好友发出，也有可能是上级领导发出，也有可能是和自己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发出，这些信息对

司法公正有不良影响，我们仅有的回避制度还不足以扼杀这种不良信息，第三类信息是法庭审判中的意

外信息：当事人的激动的情绪引起的愤怒举动，律师对法庭裁判不满的粗暴言论或动作。第四类信息是

媒体和舆论信息。舆论与新闻在西方被称为第四权力，它与传统公共权力有共通之处，二者共通之处在

于它们都具有一定支配力量，公共权力的支配力量是物理化的，新闻与舆论的支配力量是信息化的，也

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信息能”，它通过语言，声像，符号进行传播，这种“信息能”立法者，对

裁判者都是有较大影响的，尤其是作为裁判者的法官非常容易收到法庭之外的舆论信息干扰，中国的药

家鑫案，美国的谢帕德，都受到了媒体信息的误导[18]。 
这四类信息是可以运用信息学的理论与技术采取信息屏障工具对不良信息进行屏蔽。相信信息学技

术足以应对这个难题。 

3.2.4. 当事人的信息采集能力差异 
司法裁判结果不标准、不精确、不统一的，并造成较大误差的原因还有当事人“信息采集能力”的

差异。当事人大部分均是非法学专业出身，他们没有系统学习过证据学的相关知识，在法律行为产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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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他们也不会意识到对可见证据进行严格的采集，更何况用信息科学学的视角来看这些证据。 
如果我们将事人这个群体的差异性与法官之间差异进行比较，显然前者的差异性更大。证据采集的

过程其实就是信息获取的过程。有的人或许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通过自学也可以采集到有利于自己的

证据。或通过技术手段获得更详实更具体的数据，有的人文化素质不高，普法度不强， 
有的人通过自己的能力获取的信息更详实更科学，有的人获取的是无效信息、不相关信息，甚至是

误导性信息，法官在面对不同当事人已经呈上的信息上就形成了不同的事实判断了。 
这也不难理解，同样一个类型的案件，有不同当事人获得不同的裁判结果了。 

4. 立法与裁判的信息学工具 

4.1. 立法、裁判、信息源采集器 

信息就像矿山或石油一样珍贵，如何探索以及挖掘对立法、裁判者有效用的信息资源非常重要。我

们根据开放程度将信息分为两大类别。 
第一类信息是共享信息源。百度、google 这些网络搜索引擎，就是这种类型信息源的采集器、探测

器。主体获取信息的途径，是输入字符。通过此类平台搜索的信息，但是即使搜索到信息，均是没有经

过提炼打磨的无规则、无逻辑的信息，他们是信息的堆砌而已。其中还包含大部分的无效、干扰信息。 
专业法律数据库其实与普通搜索引擎的性质是雷同的，它们其实也属于共享信息，只是在有限范围

内共享。它较普通共享网络搜索引擎的优势在于：在这些数据平台可以获取已发表的学术成果信息，立

法规则、裁判信息，这些学术数据库对专业法律信息进行了学科门类的精确分类，者让法学研究者的信

息采集效率提升不少。 
第二类信息是私人信与保密信息。这部分信息非常珍贵，同时也会难以获取。如：关于私人电话，

家庭住址信息，大量集中在快递行业网络平台之中。私人消费数据大量存储于网络购物平台中，私人通

讯信息存储于联通、电信等网络运营商的服务器之中。还有民营企业、政府机关、事业机关的人事、财

务状况信息。这些信息任何机构都不会轻易向外透露，并且会逐渐形成“信息寡头”、“信息垄断”的

局面。如果第三方需要获取这样的信息，他们也许会通过秘密买卖的方式进行。如果这些信息能够作为

立法与裁判的共享信息，许多难题会迎刃而解。并且在实践中已经有先例，如：在执行判决结果领域，

为解决失信被执行人拒不执行判决的难题，司法机关可以强制与淘宝等互联网企业合作找到被执行人的

真实居住地址。 
这二类信息即使获取依然还不能应对立法与裁判的问题。因为这些都是碎片化、未过滤的信息，社

会法律关系或当事人社会关系信息的完整表达。尤其是公共平台的公开信息搜索引擎对信息之间的联系、

信息主体的社会关系谱探测不够深入。于是许多计算机学者开始研发新型的信息探测技术，关键是寻找

信息之间的联系与规律。有搜索引擎的设计开发者研究一些以社会关系为核心内容的搜索引擎，例如 2008
年微软亚洲研究院开发了一款“人立方”[19]搜索引擎，它能够从巨量网页信息中抽取人的姓名，所在地，

所属机构等信息，让后经过关联度运算，描绘出较为详细的人际关系图谱。设计者将信息结果呈现得更

加形象化，尽量用图画的形式对人物的社会关系进行表达。图画信息传输速度较文字更为直观，效率更

高。虚拟货币比特币出现之后，“区块链”技术又再次更新了数据库等信息技术，并掀起了异常数据

与信息的革新，这意味着信息可以采取一种防伪技术加以保证。立法与裁判者可以回避虚假信息与伪

造信息。 

4.2. 设计立法、裁判信息检测仪 

立法与裁判如同产品，它们也有优劣之分。此时国家需要一套完整的质量检测工程来对立法与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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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结果进行质量评估。合格立法与裁判质量工程体系建立的关键一环就是“信息检测仪”。如果说信

息采集是“挖矿”，那么信息检测就是对粗矿进行提炼与分析，并分析矿产物质结构、纯度与精度的过

程。这个信息检测仪作用如同物理学放大镜，化学的化验工具。 
立法与裁判的道德价值有自由、平等、秩序、人权、公正，这些是相对稳定的立法目标，这些目标、

原则就是衡量立法与裁判是否合格的质量指标参数。社会科学界的学者们已经将这些价值公式转换为数

据指标模型，如：法治指数指标。即信息的比对指标已经设置好了，这样的指标参数模型，全球等各类

组织已经设计好多种类型，如：透明国际的腐败指数、经济学人的民主指数、世界银行的治理指数等等。

但是接下来是如何来设计一个检测仪。这个检测过程就是将各国立法、裁判信息与全球标准法治指数要

素进行比对，然后进行评分的过程。这过程以前由人工评分完成，如果全球信息化程度较高这个过程可

以由人工模式转向非人工程序化模式。非人工程序化模式评分体系结果会更加客观。 
在正式评分的过程之前我们又会回到上一问题，即“信息源”的问题，这个信息源对信息检测仪来

讲称为信息“样本”。良好的样本会让检测结果的更接近真实情况。良好的评估结果需要信息探测器与

信息检测仪同时工作、完美配合。 
立法的信息检测领域有很多，例如：如果检测仪检测一国基本人权之中的工商业人权发展状况，就

需要信息探测器深入到企业内部进行工资信息的收集；对员工工作时间的信息进行收集；对员工工作环

境的信息进行收集。再如：衡量一个国家的裁判程序正义实现的程度，就需要对法庭庭审过程信息进行

收集；对当事人进行问卷反馈信息收集。这些信息都大量涉及到我上述正文中提及的第二类保密与隐私

信息，它们的获取难度非常大。国家必须建立专业化的特殊信息共享平台，国家机关或研究者等特殊人

员才可以对这些信息进行访问与采集，并须签订严格访问协议与保密协议。除了平台的建立。对那些信

息死角也要进行全面的发掘，这些信息是没有连接到任何信息网络平台的，如：没有摄像头的街区所产

生的社会行为信息；没有被登记过动产流转信息、所有人信息，不产生任何法律效果变更的事实信息等

等。但是如果对这些信息进行全面采集又会出现对公民个体隐私权的侵犯，这会造成公民个人权利与公

共安全利益相冲突的困境。这个问题也是将会被很多法学家所探讨。本文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也会持续

关注这些法信息学困境并探索最佳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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